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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章学诚推崇《左传》，不仅体现在他的史学与文学理论方面，同样体现在他的史书编撰理论与实践中。

现存《湖北通志》的编撰理念与其中的战争场面描写集中体现出章氏的上述思想。由于这些理念与当时

的清王朝思想文化政策、史志编撰风尚相悖，导致章氏所编诸史志或散佚，或遭篡改。这从侧面证明章

学诚推崇《左传》所产生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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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Xuecheng’s praise of Zuozhua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i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books. The compilation ide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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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Tongzhi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ar scenes reflect Zhang’s above thoughts. Because these 
ideas were contrar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trend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records at that tim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Zhang were either lost 
or tampered with. This prov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Zhang Xuecheng’s praising Zuo 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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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章学诚不仅仅是在《文史通义》这一专书和私人书信中推崇《左传》，而且在他颇为看重且持续几

十年的方志编修过程中同样以《左传》为宗，此方面可以从他为方志撰写的序、例中见出。更为重要的

是，从章学诚现存的几部方志来看，其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明显受到《左传》影响，带有鲜明的《左传》

印记。 

2. 方志编写思想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非常期待自己能够进入国史馆参与正史编修工作。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他

退而求其次，将史书编修实践转向了县志、府志等各种地方志的编写领域，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来实践自

己的史学理想。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编写了多部地方志，完整保存至今的是《永清县志》，另外残篇有《和

州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定稿》。 
章学诚编写地方志的心态是真诚的，编写过程始终烛照在他的史学理想之下，并力图借助《左传》

中的相关记载提升地方志的史学意义与价值。 
首先，通过这些长期的修志实践，章学诚深深地体验到了史料搜集、真伪考辨、剪裁取舍等方面的

个中甘苦。但是章学诚强调“要于著之有故，则稗稊亦珍，否则新奇亦尘垢耳”[1] (《为毕制军与钱辛

楣宫詹论续鉴书》)，即地方志的编写也必须要有严格而确定的思想原则和编纂体例，只要符合这些特定

的原则、体例，那么即使记录了不入正史家法眼的琐碎历史事件，方志文章也是有其自身价值并值得珍

视的。 
其次，为了能够使别人理解他修方志的理想和方法，章学诚在很多篇目前后不厌其烦地加入“序”、

“例”，唯恐别人以俗眼曲解甚至废弃他自己的苦心结撰、惨淡经营之作。通过这些序、例可以看出，

章学诚所言“著之有故”之“故”首要是指《周官》、《尚书》、《左传》等符合章学诚史学理想的经

典，而《左传》更是章学诚方志编修理想与方法的重要依据。在《湖北通志》的列传部分之前的序言中，

章学诚特别指出“传”本是用来解释经书的一种文体，可以直接解释经文含义，也可以记录历史事件、

人物生平和言论，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之后随着历史发展，“传”的含义缩小，逐渐成为了专门写人

的文体。在后世的文人那里，只要是写某一人物的文章便可称之为“传”，章学诚站在历史学角度对此

现象感叹道“古人以传纬经之旨微矣。”(《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第三，为了能够扭转这一历史错误，接续由《左传》开创的正统史书编写方法，章学诚在自己的方

志编修过程中，始终刻意地强调《左传》的指导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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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诸传虽为人物而撰，间有以事名篇，与编年之纪相经纬者，虽似创法，实本《左氏》之遗意也。(《湖北通志

检存稿》卷一《通志凡例》第二十五条)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强调此志编修以《左传》为本，其实是为他自己在方志撰写中的大

胆创新寻找依据。《春秋》对记人、记事不加区别，此后《左传》以事为纲，《史记》以人为纲。章学

诚指出他在修《湖北通志》时，主要以人物为篇目命名，也有以事件为篇目命名，这其实是源自《左传》；

他将记人和记事、编年体和纪传体混在一起，也是为了继承《左传》的精神与体例，纠正自汉代以来的

史书体例分类越来越繁琐的问题。章学诚在方志撰写中的这些尝试和创新，正是他《文史通义·书教下》

“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2]的最好注解。 
第四，在这样的史学理想及修史范例指导下，章学诚是用正史甚至是儒家经典的标准来完成地方志

纂集工作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儒家经典《左传》是万世不易的史书编修标准，正史与地方志是可以

互相补足缺漏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拾史遗者，其方志乎？宋元遗书，今多存者，史文所具，互见异同，乃知一家之言，殆于人心如面。是知百国

宝书，左氏必多割爱；楚汉记载，史迁容有不遑。譬彼琢玉为器，所去之玉未必逊于所存；制锦为衣，所裁之锦岂

必不如所纫。正史体尚谨严，方志宜存旁见，孟子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于传有之。《左氏》所引，亦有《军志》、

《周志》之文，是皆六籍正文之所不载，则偏书外纪，自古有之。(《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章学诚试图从经典的生成过程角度用类比方式论证地方志的价值。在《左传》的生成过程中，大量

的史料被舍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史料毫无价值，而是因为史书文章撰写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

全面记载。更高地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左传》及后世“国史”序列实际上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这就为立足于历史地表的地方志提供了足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章学诚非常珍视他煞费苦心撰写成的方志作品。然而，章学诚在编修过程中与时俗相悖的大胆创新

在当时就遭到了别人的恶意评价甚至密奏抵制。对此，章学诚又如何回应呢？ 

3. 方志编写实践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一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多部地方志，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刊刻、手稿也散佚了。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以及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是两条重要

原因。 

3.1. 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 

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尚在手稿阶段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有人会采取告密行动来阻止其刊刻。在

《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嘉定蕲难传》正文结束之后，章学诚愤怒地写出了这篇文章所遭受到的非议，

并给予严厉反驳。由于此段文字是直接探讨章学诚方志文章与《左传》关系的少数直接材料之一，故而

全文转录如下： 

此篇于近代史家为创例，其实皆有所本，并无一字之杜撰也。纪事名篇本于《龟策》、《货殖》、《西域》诸

传，且亦《左氏》之旧例，史迁虽变而未离其宗者尔。叙例言之已详，木石亦可解矣。秀水陈熷进士素闻其说，未

尝有所异议，及至檄委校刊之际，密具禀揭，驳叙例云：意仿《左传》，殊不知《左传》之“传”乃训诂解经之名，

与史传之“传”全不相涉，因请将此等传删节大略，入于编年，其中人物附于忠义门类。姑无论校书例无改书之法，

彼以《左传》之比事属辞，直视同服贾训诂一例，如果混沌至此，余亦必不荐以司校雠矣。盖安心立异，恃无识者

指其欺狡，遂以术愚当事，彼意中直视当事为目不识丁，不妨以儿戏惑之耳，而当事果赏鉴为具见本源矣。呜呼！

史传神明变化，非所责于若辈，而《左传》事备《春秋》本末，乃指以为解诂之书，吾知村学童蒙必不可以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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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竟得售其欺，宜吾道之不行矣。传后人名别录，盖本常氏《华阳国志》与郑文宝《江表志》例，此亦人物表之变

例。其不入表而附传者，其人不足以列表，而附传则以备传文之稽检也。此中具有精裁，非所责于此辈，其妄议更

不足较矣。[3] 

秀水陈熷进士，相关生平资料较少，《中国藏书家考略》云：“陈熷，字效曾，嘉兴人。清进士。”

[4]《嘉兴府志》(光绪五年刊本)卷四十七：“陈熷，庚子(1780)进士。”同书卷八十载陈熷有《乐记逸篇》，

书名下节引《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相关记载：“秀水陈氏熷补亡，凡十三篇。”[5]在《湖北通志检存

稿·欧魏列传》篇末的“志曰”部分中，章学诚简述了自己与陈熷的恩怨。原来章学诚主持的《湖北通

志》手稿编成之际，陈熷请求章学诚将自己推荐给主管修志的官员来担任此志的校对工作。章学诚同意

并且推荐了此人。此事被看作是以权谋私，章学诚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来予以解释，最终陈熷如愿以偿

地得到了校对之职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熷随即向主管修志官员进谗言，彻底否定章学诚所修整部

方志，“将全志指斥以为一字不堪取用”，并请求重拨经费、重修方志。然而由于经费问题，陈熷未能

得逞，“枉作中山之狼，仍不得人肉吃矣！”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也被束之高阁。这一事件的结局令章

学诚非常愤怒：“呜呼！人孰无肺肝，不知此等肺肠如何生也！”然而最令章学诚痛心的是湖北地方要

员对此事件的回复及态度：“然当事批其禀揭云所论具见本源。呜呼！本源之说，吾知之矣！安得不视

此为混厕邪？”地方要员模糊的态度直接造成了方志刊刻工作未能实施，最终导致此志部分散佚。明了

此段恩怨之后再来看《嘉定蕲难传》文末的那段文字便可以知道，陈熷否定章撰《湖北通志》的一个理

由是：此志有部分内容是在模仿《左传》，陈熷认为《左传》是一部训诂解经之书，当与贾逵、服虔之

注疏归为一类，与史书有本质不同，因此不可模仿，陈熷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应当将这类型的篇目散入编

年及忠义传。这一条材料实际是从反面揭示出由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的部分篇章深深地受到《左

传》影响。那么，令秀水陈熷进士极为不满以至于“密具禀揭”，又令章学诚极力维护而严辞驳斥的“此

等传”到底是什么样的文章呢？ 
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现仅存《湖北通志检存稿》和《湖北通志未定稿》。上述驳斥文字在《嘉

定蕲难传》正文后，此篇传与战争相关，类似的篇目尚有《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

《明季寇难传》。 
《嘉定蕲难传》全文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叙了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蕲州城军民誓死

抵抗金人进攻的惨烈悲壮事迹，第二部分是李诚之、秦钜等七人的传记，第三部分此次战役亲历者赵与

裕所著《泣蕲录》节选，第四部分是姓名别录，第五部分是上述章学诚对陈熷的驳斥。初看之下，这样

一篇传记无论内容还是体例都实在过于杂糅；然而细读过后才会明白章学诚对此篇的用心经营之处。 
《嘉定蕲难传》[6]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蕲州城军民抗金斗争，这部分聚焦于战争中的重要

场面，从整体风格到遣词造句、叙事视角及手法、褒贬等细节均明显借鉴《左传》笔法。例如，从整体

风格来看： 

明日，金兵大至，作桥道高于城角，立硬寨，掘港口，放泄濠水。 

既退，复来围，烧战楼。诚之遣其子士充及钜、与裕领弓弩五十余人，直趋东南围楼下对敌。 

希甫又调江士旺、陈兴等，直前奋击，杀其酋帅，烧毀枋木，填其所开港口。 

未几，薄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 

诚之出兵御之，杀其将卒数十人，夺其佩印。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 

至次日夜分，范葵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 

“既退，复来围”、“未几，薄城下”是从时间角度写出战事紧张；“直趋”、“直前奋击，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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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帅”以速度及结果来表现战争中的激烈对抗程度；“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

中简洁的措辞已经包含着对宋军的褒扬。《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同样是按照时间顺序，简洁、精

炼而内含褒贬：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

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左

传·桓公三年》) 

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左传·文公二年》) 

又如此传中有“初，金人犯淮南时”一句中的“初”是回忆往事时的提示语，显然源自《左传》中

“初”的这种用法：“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左传·隐公元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

(《左传·桓公十年》) 
又如，“金兵至”一句描写了金人军营守卫森严、灯火通明： 

金兵至，列营数处，马数千匹，夜间兵声相接，为狗吠声，所谓摆狗铺也，然炬照耀，城中皆赤。 

其叙事视角是宋军于蕲州城楼上远观，以获得其概貌并简要评价。《左传》也有类似段落： 

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这是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登上有莘城的废墟观察自己的军队； 

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舟师之战中，吴国军队登上山的高处远望楚军；还有最著名的便是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楚

共王登上巢车遥望晋国军营，太宰伯州犁对楚王所见景象的解说；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

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

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传·成公十六

年》) 

以上三例都是通过某一个特定的观察者视角，从高处或远处遥望以获其概貌。章学诚“金兵至”一

句显然模仿了《左传》的这种叙事方法。 
又如，章学诚详细记录了李诚之对蕲州成各处的兵力部署： 

诚之命武翼张广守北门，监押温玉守西门，监务梅察守南门，判官赵汝标、监嘉府新城酒税姜应春、监庙秦安

上充防城库受给官，进武副尉林安仁、进武校尉王明、吴宗政，指使郑俊充东隅战楼守御官，进武校尉王文明、监

庙刘忱、指使钱广充北隅战楼守御官，三湖巡检雍显新、宿松主簿梅必胜、监庙陈师周充西隅战楼守御官，巡检李

钧充帐前佩印官。敛民兵得七百人，人守女墙二障，牒广济、黄梅二县民兵四百人入城守御。 

这是对《左传》多处详细叙述晋国等国家将领部署的模仿： 

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左传·文公七年》) 

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左传·文公十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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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金人制造了“望楼”来窥探蕲州城中的情况，李诚之这样应对：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金人白布帕首，号哭诅城，城中屠狗，

刳心肝，戴以金人毡笠，枪揭城上厌之，召妓红妆，奏乐于战栅上，酣饮不顾。 

李诚之命人将金兵的毡笠戴在死狗头上，又用枪挑起死狗，以示对金人的蔑视；在战栅上饮酒奏乐，

伪装守卫松懈，以迷惑金兵。《左传》中也有类似的段略：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

柴而从之。(《左传·襄公十八年》) 

在平阴之战中，齐灵公登上巫山来窥探晋国军队的虚实。晋国军队为了迷惑齐灵公开始布置疑阵，

即使是没有军队的地方也插上军旗；车的左边坐上真人，右边用假人充数；车后绑上树枝，这样车在快

速行驶时就会扬弃尘土。齐灵公被这样的假象迷惑，竟然抛弃军队，自己逃跑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嘉定年间蕲州战役的描写确实脱胎于《左传》。陈熷对这种

方志文章的批评是从方志之文不宜模仿经部注疏来立论的，虽然这种立论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却从

反面证明了章学诚撰写《嘉定蕲难传》等“此等传”是以《左传》为标准，不仅局部模仿《左传》的遣

词造句、叙事手法，连整体风格也与《左传》类似。 
与《嘉定蕲难传》类似的还有《开禧守襄阳传》，此传记录了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荆鄂都

统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奋力抵抗金人入侵的英勇事迹。从总体风格上看，此篇模仿《左传》，大致按照时

间顺序，层次清晰，全景展示了这场襄阳抗金战役。用词简洁，不事雕琢，然而战场厮杀之惨烈、抗金

将士之英勇已经跃然纸上。其中既有战前准备，如将军民老幼悉招入城，拆掉城外房屋，木料、砖瓦作

为战略物资运入城中等： 

淳缚浮桥，尽渡樊城军民老幼入城，凡数千人，又抽江北把隘官兵及战退卒万人入城。尽毁附城屋宇，材木运

城中，运防城器具列城上。 

有兵力部署的详细记录，如刘津、吴强、扈立等人分别统领东西南北四处城隅： 

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主城东隅，江陵左军统制吴强、统领扈立主城西隅，统制林璋主城南隅，本司统领王世修、

陈简主城北隅。 

有遥望金兵阵营： 

闻金人于白河口编筏渡江，淳单骑驰赴江上，遥见隔江，紫伞仪卫部伍森严，一人中立，状貌修伟，称完顔相

公，与淳往复言用兵事，淳面折之。 

更有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如金兵用各种方式一次次猛攻襄阳城，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化解金

兵进攻的同时又一次次智击敌军： 

谍知金人于东津造浮桥，淳急令善水人以萑船载油灌干草，自上流放下，纵火焚其桥。 

越三日，马步军齐集，四围环绕无际，箭著城辟如猬毛。淳身被两创，崛立不动，以火箭爇其草牛等物，冲焰

四起，城上弓弩、炮石齐发，杀伤金兵无数。又出敢死士开城接杀，军气倍奋迅。金兵退，尽烧所造云梯等物。收

箭得百余万，具捷以闻。 

又命敢勇军身携竹笼潜出，直至金营接战，遂掷竹笼绊其所乘马，乘势掩杀。又诱至浅滩上，出伏兵擒之。 

还有对此次抗金斗争取胜原因的分析，如赵淳治军严谨、赏罚分明，与士卒同甘共苦，体恤百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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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章学诚以《左传》为范例、力主史书包括地方志都应当以《左传》为学习对象的理念在《湖

北通志》列传部分的战争描写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一点与时俗相悖，

导致此志当时无法刊刻，一部分失传，更多精彩篇章已不可得而见之。 

3.2. 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 

清王朝尤其是康雍乾三世实行高压文化政策，用文字狱、编修《四库全书》、八股文等方式来控制

人们的思想。章学诚(1738~1801)的一生与整个乾隆朝(1736~1796)相始终，这一段时期恰恰是文字狱鼎盛

时期，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表面强盛却又危机四伏的转折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读书与写作成为了带有

危险性的活动，必须时刻小心翼翼。章学诚可以在私人写作中暂时逃避这一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旦超

出这一范围，那么就连其所编纂的方志也无法逃脱被抹杀的命运。 
章学诚现存的《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检存稿》均有战争场面描写，但是各有特点：

《和州志》是章学诚早年编纂的一部方志，《左传》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但在战争场面描写方面《左

传》影响尚不突出；《永清县志》系章学诚唯一一部正式刊刻且至今保存完整的方志，但是其中的战争

描写十分平淡；《湖北通志检存稿》前文已有分析，其中的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受到《左传》的影响。 
在现存《和州志》中，戴重、戴本孝、戴移孝父子以及马如融等人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其中以

戴重传为突出。戴重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面对南明王朝的衰败腐朽，他在隐居与出仕之间摇摆不定。

直到 1645 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之后，戴重才下定决心与潘国瓒、严启隆等人高举抗清义旗： 

于是相与盟于后林。当是时，重等招集远近义勇二千余人，敛湖舸五百艘。世家巨室，闻风输金助军实者，络

绎相属。国瓒亦罄竭家赀犒军，简练器械，整饬旌旗铠甲，部勒行伍。遂命三军缟素。重与启隆、国瓒誓师于象口，

军气振肃，楼橹相望，自长兴达洞庭山。 

这段对抗清起义准备阶段的描绘能够抓住军事部署的重点，概括介绍整个义军人数、船只数量、军

队训练以及军营的整体氛围“军气振肃，楼橹相望”。但是其《左传》影响尚不明显。 

当大清兵进剿后林，适潘国瓒为子纳妇，妇家温氏饶于赀，亦请破家从军。故即军中成礼，适大军掩至，人不

及甲，村中大乱，重亟出，大军遥望射之，发三矢，皆格落不得近，而元震方掉舟急流，殊死力战，大呼驰突，重

急与启隆率众继进。我军有小校隐垝垣中，由左出不意射之，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颜

色不少动。遇启隆，亦被刀创，于是导重从歧途遁去。[7](《和州志·列传第十·戴重》) 

这段记录抗清起义军遭到突袭的文字，从整体上看简洁、紧凑，从细节上看能够抓住扣人心弦的种

种瞬间，例如清军射向戴重的三支箭“皆格落不得近”，又如戴重突遭暗箭射中，“矢洞腹饮羽”，显

然伤势严重，戴重将箭拔出，按压伤口，且退且战，“颜色不少动”，戴重的沉着、冷静、坚毅的品格

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描写而跃然纸上。这段战争场面描写与《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当中郤克与张侯

一段颇有暗合之处：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

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在这场战役中，作为晋军将领的郤克中箭之后仍然坚持击鼓，为他驾车的解张同样中箭，同样坚持

驾车。“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与“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两处描

写是相似的。 
在《永清县志》中，史天倪、史天安、史天祥、史天泽兄弟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这四人均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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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开国之初立下赫赫战功。史天倪追随大将木华黎征战南北，《史天倪列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其生

平大事，其中战争场面颇多，但是描写简略而平淡，例如： 

移军围大名。大名城坚，众不敢击，天倪循视良久，使兵攻西南隅，劲卒屡上屡却，天倪一跃而登，守者辟易，

遂破其城。(《永清县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劲卒的表现可以反衬天倪在攻城中的英勇，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传文仅仅是写天倪

“一跃而登”，守城者即“辟易”，接着就写大名城被攻下，看似跳跃的叙述中透露出的是对这一战的

复杂情绪。这样平铺直叙的战争场面描写在上述四兄弟的传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史天安史天祥列传》： 

乙酉，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安率众会天泽并力攻仙，败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抚治真定。(《永清县

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史天倪被武仙设计谋杀，其弟史天安与史天泽合力为兄复仇。这一事件在史天安的传记中仅有上面

一句话。在史天泽的传记中有相对而言比较详细，但也没有精彩的战争场面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氏四兄弟的传记中，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屡次封赏得到了详细记录，例如： 

甲戌，(史天倪)朝太祖于幄殿，所陈多奇谋至计。太祖大悦，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 

甲午，宣(史天安)权真定等路万户，赐金符。定宗元年丙午入觐，赐黄金裘马。 

大宴，帝命皇后亲饮枢(史天安之子史枢)酒，且谕新附渠帅曰：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枢

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 

癸未春，还军河中，木华黎上其(史天祥)功，赐金虎符，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总十二万户。 

至元元年，(史天泽)加光禄大夫。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

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 

可以看出，章学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史氏家族所获得的封赏，是有其史学之外的目的的。《永清

县志》之所以能够得到官方认可并刊刻流传，其原因显然是和清廷的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史氏家族与

元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于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登基的至宁元年(1213)，此时的元王朝还处在蒙古帝国阶段，

刚刚建立七年时间。北方已经战乱多年，史氏兄弟的父亲史秉直在这一年听说蒙古统帅木华黎对投降者

给予优待，于是率领同乡数千人前去投奔。木华黎意欲授史秉直以官，史秉直辞谢后推荐了其子弟。史

氏兄弟征战沙场，冲锋陷阵，对抗金、西夏，蚕食南宋，因赫赫战功而不断得以加官进爵。史氏兄弟在

特定时代的选择到了清王朝时期就具有了某种针对当时现实的象征意义。清王朝极其看重对蒙元历史的

表述，其实质是蒙元历史表述背后所隐藏着的“正统”，即统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如何恰当地书写、

评价这段历史事件，是章学诚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现在看来，章学诚用平直的方式叙述事件，不做过

多的细节描述，对史氏兄弟所获得的功绩及所受到的封赏予以详细记录，都是一种针对当时清王朝统治

的策略：不详细描写、不赞颂辅佐蒙古帝国的史氏兄弟对汉人的杀戮，这是章学诚对儒家“夷夏之别”

思想的暗暗坚守；详细记录其所得封赏，这是章学诚借鉴《春秋》之笔法，于彰其功之下更讥其行。《永

清县志》在当时终获刊刻并完整流传至今，与章学诚这一番苦心有一定关系。相反，《和州志》残篇和

《湖北通志检存稿》是站在汉族角度，写汉族人抵抗少数民族军队的进攻，故而情感上更加激烈,描写更

加细致、生动，这也是这些手稿直到清代后期的 1832 年才开始刊刻的部分原因。 
总之，章学诚立足于史学，认为《左传》是《尚书》之“大宗”，传承了“书教”宗旨，可以作为

史书写作楷模。章学诚是从史学角度来定位、评价《左传》的，他刻意忽视了《左传》华美的言辞。就

现存的材料来看，章学诚在编纂方志的过程中，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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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论：章学诚的古文观 

章学诚认为史学之文与文士之文是存在差异的，史学之文的意义与价值高于文士之文。然而章学诚

在其方志中的战争描写篇章既简洁精练又惊心动魄，是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除了深受《左传》影响

这一因素之外，也有章学诚自己对古文的理解这一因素在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4.1. 清真：章学诚的古文评价标准 

章学诚在《家书三》中回忆其少年学习经历时提到了祖父的影响。章学诚的祖父读书时总是拒绝古

人之解、俗世之见，对庾信“春水望桃花”一句，其祖父抹去古人引《月令章句》的注释，写下来自己

的注释： 

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

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 

章学诚深受其祖父读书与思考方法的影响，同样对“三月桃花水下”这样理性而死板的注解表示厌

恶，对“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这样感性而饱含审美想象的评点“觉有会”，即能够从

审美角度体悟诗句所创造的意境，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章学诚就将读书重点放在了对古书之“大体”的

兴会和感悟上。这一点可以说明作为史学思想家的章学诚所秉持的理念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审美性的思

维因素。 
章学诚对古文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他长期以书院教学和编写县志方式谋生——在八股文教学中，他

必须要接触文士之文，以供指导学生写作之用；在方志编写过程中，他倡导设立“文征”部分，收录一

府一县范围内的历代诗文，这就有了择优选取的环节。在这种环境中，章学诚归纳出了当时习见的八股

文教育方式是先泛泛指出应熟读韩、柳等大家的古文以及王、唐等大家的时文，再用“文气”、“火候”、

“养到”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的塾师令人十分怀疑是否真正懂得文章写作之道。章

学诚对这种文章教学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并强调其缺陷是： 

而于塾生天质何如、功力何如、书理如何、会通文法如何，讲习若者为是，若者为非，概未尝置一语焉。[8] 

上述批评可以见出章学诚本人是极其重视、讲究文章写作方法的。 
在这种整体轻视文士之文与重视文章写作方法的矛盾中，章学诚提出了他自己的文章评价标准：“清

真”。 

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求于为文之旨，所谓言之有物，非苟为文是也。清则主于文之气

体，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今阅顾氏之说，则以时代升

降，文体亦有不同，用一代之体，不容杂入不类之语，亦求清真之道也。[9] 

所谓“真”，在章学诚的论述里包含三方面要素：“为文之旨”即穿透文字，关注写作所要表达的

思想及为文之目的；“言之有物，非苟为文”，即写作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而非徒逞辞藻却空洞无物，

不能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所谓“清”，即“不可有所夹杂”，章学诚以“读《易》如无《书》，读《书》

如无《诗》”为例来解释。此句本李翱《答朱载言书》：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

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

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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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也有转述。无论是李翱还是欧阳修，都赞赏六经的“意”与“言”各具特

色、各有深意，应当被引为文章写作楷模。章学诚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如此，“不可有所夹杂”即当以

六经为本，写作古文时，文体、语言、思想都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度，不可多重文体、多个时代的语言、

多种思想杂糅在一起。 
总之，章学诚评价古文的“清真”标准以儒家经典为楷模，立足于史学领域，追求文章纯正的风格

和语言，并且强调时代变化对古文写作的影响。 

4.2. 以文章沟通儒家经典与现实 

在“清真”的古文观念下，章学诚指出了符合他理想的作家是元代的程端礼： 

元程端礼《畏斋集》学朱子而文笔近于南丰。行文最为醇正，有规矩，其送吕道士祈雨著效文，谓其道本于中

庸之位育，可以弭灾于未形。[10] 

章学诚认为程端礼《畏斋集》中的思想以朱熹为宗，行文风格接近曾巩。这里的“送吕道士祈雨著

效文”收录于元代程端礼《畏斋集》卷四的《送道士啬斋吕君序》。程端礼的这篇文章，前半部分简要

叙述吕道士祈雨成功，后半部分大段议论，认为应当是由“真儒”来行利国利民之事，然而后世只有“章

句儒”而无“真儒”。全文以记实事开篇，进而转向盛赞儒家“理想时代”，行文层次清晰，语言简洁，

不事雕琢。这正符合章学诚的“清真”标准。章学诚还称赞了程端礼的另外一篇文章： 

其示章生祷佛茹素以拯母疾，三年病瘠，劝以顺迁大旨，结以“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圣言以事天者少也，”

亦甚切至。[11] 

此处提到程端礼送给章生的文章是《顺迁说一首遗章生》，收入《畏斋集》卷六。此文前半部分简

要叙述了章生因为母亲生病，于是在佛前发愿吃斋三年，以祈求母亲疾病痊愈。后未到三年，章生母亲

病愈，但是章生没有破戒，而是继续吃斋，以至于身体羸弱。后半部分以“顺迁”规劝，即内在地追求

儒家所提倡的孝、敬、顺，进而外化为“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种种行动，即使独处一室也不违背内心

的追求。全文同样是开头记录事件，后半部分转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议论。这篇文章也是章学诚“清

真”标准的范例。 
以此为基点，再结合他自己的方志古文创作、《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以及章学诚与友人讨

论文章的信件来分析，可知章学诚“清真”古文理论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记事为辅、议论为主，语

言简洁，不事雕琢——这一点显然是从史书写作角度出发，然而扩展到文学领域，彻底排斥写景、抒情

等“文士之文”的是不切实际的。章学诚的古文理论在后世文学领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因也正

在于此。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黄冈师范学院 2019 年度高级别培育项目(2019073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清)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79. 

[2] 叶长青. 文史通义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8-59. 

[3] (清)章学诚. 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定稿[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80-81. 

[4] 杨立诚, 等. 中国藏书家考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22. 

[5] 吴寿旸.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6.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0.83004


李耀威 

 

 

DOI: 10.12677/cnc.2020.83004 30 国学 
 

[6] 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定稿[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67-69. 

[7] (清)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565. 

[8] (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2-23. 

[9] (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5-16.  

[10] (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 

[11] (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0.83004

	章学诚《湖北通志》叙战篇章与《左传》之关系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Xuecheng’s Description about War in Hubei Tongzhi and Zuo Zhua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方志编写思想推崇《左传》之文章
	3. 方志编写实践推崇《左传》之文章
	3.1. 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
	3.2. 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

	4. 余论：章学诚的古文观
	4.1. 清真：章学诚的古文评价标准
	4.2. 以文章沟通儒家经典与现实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